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 
——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叶汝贤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将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实践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例如，能否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是其本质和核心；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内涵，这个“人”指的是“类”意义上的，还是指的“民”；“以
人为本”是历史观还是价值观，它同人本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理论界分歧很大。这些分歧表明，如何理解“以
人为本”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本文打算讨论“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问题，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是弄清其
余问题的关键。 
一、“以人为本”≠人本主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以人为本”是一个人本主义命题，或者说就是人本主义。持这种观点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人本主
义持批评态度的，不赞成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另一种情况是对人本主义持肯定立场，认为“以人为
本”不仅仅是一种治国原则，它还应该是一种哲学，一种“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哲学的贯彻。这
两种意见是对立的，但在对“以人为本”的解释上却是一致的。然而，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本主义，把它看作是科学发展
观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根据。 
人本主义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观。它由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始创，中经法国启蒙学者的人性
论论证，到18世纪初才由费尔巴哈完成。费尔巴哈哲学就叫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规范
“以人为本”，“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以后人本主义虽经诸多变化，其基本观点始终未变。在这里，人本主义与“以人为
本”确实是一个东西。 
但是，主张“以人为本”、却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人”的政治家、思想家大有人在。在欧洲以外的国家，早在人本主义
产生以前，就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命题，或“以人为本”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过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之类的话。他虽把人当作价值标准，但这里的“人”没有 
后来的人本主义所主张的本体论的含义。因此，我同意张奎良教授的看法：古已有之的“以人为本”口号只有“工具性含义” 
(张奎良，2003年)。但我想补充一句：这个概念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如超出这个含义，这个极具实践特点的概念就只是形而上
的幻觉了。张奎良教授认为，“以人为本”具有本体论意义，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见张奎良， 2004年。下述张奎良
教授的观点，未注明出处者都来自这篇论文)我反复作了研究，感到上述看法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张奎良教授认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本体论都是与人无涉的，都不理解世界的属人性质，都是在人的实践和创造之外去设定世
界的终极原因和构成，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把对世界之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说马
克思以前的一切本体论都与人无涉，有点牵强。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派别不都是把精神(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当作本体、当作
世界的终极原因吗?不都是把现实世界当作人的精神产物吗?怎么能说他们的哲学本体论与人无涉呢?至于说马克思把“世界之
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主张人是世界的终极本质，理由更不充分。张奎良教授最近两篇论文都引用马克思一段话
作为根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335页)结论是：“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之本”。看来弄清马克思这段话是一个重要关键。 
我认为，以上看法是对马克思的绝大误解。1990年，我在《现代哲学》第3期发表《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笔名刘筌)一
文，曾对这段话作过分析。我的结论是：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正面表述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黑格尔
认为，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绝对精神构成自然界的真实内容，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界只有被扬弃的外在
性意义。因此，不同抽象思维相联系的自然界也就是“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批判黑格尔把抽象概念作为自然界之
“本”，而不是论证“人是自然界之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人化自然”的思想，这无疑是超越费尔巴哈等一切旧唯物主义者的带有根本意义
的思想。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创造性，但认为人的这种创造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
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
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产品的材料。”张奎良教授说，“人至大无边，是世界的全部和一
切”，“人是本”，不应是以“人为本”。 (张奎良，2003年)对人的这种赞颂令人感动，但是，人的实践能力并不是“至大
无边”的：历史已经证明，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不能无边，违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像张奎良教授认
为的那样没有意义。现在世界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谓“议论纷纷”，如果没有意义，谁愿意花时间对此多费口舌。从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与“神”相对立为主题，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人本主义的当代形
态——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人”和“自然”相对立为主题，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全部和一切。这样，人本主义就
变成绝对化的主体性哲学。这样一种“主义”不应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二、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不例
外，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这个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它继承人本主义又超越人本主义。列宁曾经说过，唯物史观包含两个基本观点：物质生
产、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在这里准确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历史规律的维度和作为
历史创造者的人的维度。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开始，就对这两个维度作了深刻的阐述。当初他们在批判唯心
史观、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强调“唯物”、强调历史规律决定作用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历史主体的
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
‘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
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而在第一次完整表述他们的历史观的《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他们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现实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



条件，明确指出“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很明显，这里的“现实人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物质生活条
件”，讲的就是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时对唯物史观两个维度作的经典性规定。提出“历史
唯物主义”概念的恩格斯，在他后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历史观时，又明确地规定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明
确地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是人所创造的，是人活动的历史。而人
的活动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但又是有规律的。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唯物史观的这两个向度及其统一，构成唯物史观完
整的理论体系。从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向度，就很自然引出一个结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所以，以唯物史
观为理论基础的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是外在的东
西，不是从人本主义那里嫁接过来的，而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提出“以人为本”，只不过是适应社会历史条件的
变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重申唯物史观这一根本原则罢了。 
三、两种“以人为本”的区别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唯物史观讲的“以人为本”同人本主义哲学讲的“以人为本”有什么差别。两者差别的关键是对“人”
的理解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两种“以人为本”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本”的不同含义。 
首先，我们看看历来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者是如何认识人、如何认识人的本质的。 
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论证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对人的本质带有经典意义的人本主义论证。他认为，“我的本质”就是“我
所吃所喝的东西”，“可喝的水，即能够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
人的本质是“理性、 
意志、心”。费尔巴哈的贡献是不仅阐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阐明神是人的创造物，阐明神的本质。这就有力地批判、打
击了神学历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从神学历史观过渡到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新时代。但是，费尔巴哈同他的前辈一样，都
是离开入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把一种抽象的、自然产生的人的“共同性”当作人的本质。对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是“类”，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
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18页)。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在随后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抽象性：“诚然，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
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费尔巴哈停留在对人的直观上，关键原因在于他看不到人是活动的、实践的存在，因
而陷人对人的抽象理解。 
这种抽象性是所有人本主义的共同特征。人本主义的错误并非在于从人出发，而是在于这一作为出发点的“人”不是具体的、
活生生的、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相反，是“一般人”，是抽象的“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
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唯物史观是在人本主义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它从现实
的、感性的人出发，但并不停止于只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而是进一步认为人是“感性的活动”，从人的实践出发去揭
示、阐明人的本质，从而在人本主义只看到人的自然的抽象的“共同性”的地方，只看到“人自身”的地方，看到了人在实践
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看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说明的是，唯物史观并未否认人性、人的自然属性，它只是反
对把这种人性、自然性当作人的本质。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同样主张“以人为本”，但对“人”的看法是有本质区
别的。 
其次，由于对人的看法的抽象性，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以人为本”的“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和虚假性。人本主义
历史观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神学历史观而诞生的。它打着代表全人类的利益登上历史舞台，在
当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被压迫者的利益。但这模糊了它的阶级属性。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资产者
为本，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资产者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一面对劳动者进行残酷剥削，一面高唱“以人为本”，这不是十分虚
伪吗?实际上一切剥削者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尽管有些开明人物提出过“以人为本”，从未有过哪个朝代真正实现过“以人
为本”，从来也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只不过是一种缓
和阶级矛盾的统治术。 
四、关于对人本主义的评价 
上述关于唯物史观同人本主义的差别，已说明人本主义的性质，说明唯物史观对人本主义的超越。但这一说明还只是局限于两
种历史观对“以人为本”的不同理解，进一步考察则可发现两者有着更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差别：人本主义停止于对历
史的直观上，停 
止于表面现象的表述；而唯物史观则揭示和表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观是历史观的运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新时期
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人本主义历史观是无能为力的。唯有唯物史观
能够引导我们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发现其中的规律；只有唯物史观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人发生误解，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本主义的时候，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人本主义；强调
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差别，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前提，确定这一前提，才有可能正确地吸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因
素。 
问题是人本主义还有没有现实意义?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压之下，我国学术理论界曾经在很
长时间内对人本主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把其当作“反动”的东西加以拒斥。这种情况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产生
了非常坏的影响。结果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幸福、人权等等本来是属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东西，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牺牲争取的东西，却成为我们理
论建设的禁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史观，无疑是研究和吸收了人本主义的成果，但他们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阐发唯物
史观的基本原理，阐发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因而对自身所包含的人的哲学向度只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对人本主义许多有
价值的思想的研究还只是一个悬置的议题。因此，今天对于重建唯物史观来说，绵延几百年的欧洲人本主义思潮仍是非常宝贵
的资源。我们有必要研究人本主义的理论成果，用以补充、发展唯物史观的人的哲学向度。人本主义仍有理论意义。此外，在
现时代，人本主义仍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任何一个伟大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作用，都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在世界上，人
本主义存在和起作用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同意郁建兴教授的意见，“人道主义在当代还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意识
形态还不能马上被克服”(郁建兴)。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封建主义制度，还存在人的异化和否定人的价值的现象。但是必须看
到，人本主义在当代的解释力毕竟是有限的。人本主义描述了人的异化、苦难，但它无法揭示产生这种异化、苦难的根源，更
无法找到克服这种异化、把受苦受难者解放出来的办法。我们不能对人本主义在当代的解释力估计过高，更不能把它作为党的
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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